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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三农”工作和粮食安全工作的重点，对
促进粮食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上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通过耕地保护、设施提档、技术

升级、分区施策、政策保障，超额完成了产能新增目标，为我国粮食稳产保供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发展阶段下，粮食

产能力图高位突破，面临着产量稳定增长、物质要素投入、政策激励效果“天花板”等方面的制约。 新一轮粮食产能

提升，需要处理好产量与产能的关系，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量的积累形成质的飞越。 为此，在提

升思路上，要突破传统思维，转向集约提升、精准提升、绿色提升和机制提升；在具体举措层面，要在较长时间尺度

下平衡短期和长期目标，在全国一盘棋全局观下明确分区提升任务，兼顾基础设施建设数量和质量，注重核心战略

技术研发与应用集成，强化全产业链减损与消费引导，以关键技术为突破口带动支持政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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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 ２０２３ 年中央一号

文件都提出“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

动”。 粮食安全对稳定“三农”基本盘、维护国家安

全至关重要，不容有失。 早在 ２００９ 年，我国出台《全
国新增 １０００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部署 １０ 年粮食产能提升计划，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国际上，全球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局部冲突和动

荡频发，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外部打压遏止可能随时

升级。 在国内，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

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需要攻克不少深层次

矛盾。 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

素增多，更加要求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国

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保持长

期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努力方向。 我国有数十年保证粮食增产稳产

的历史经验，但目前粮食产能进一步增加面临“天
花板”，无法依靠传统路径，实现产能的突破性提

升。 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依托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其他方面的积累，科学布局和系统规划，创新

粮食产能提升的思路和举措。

一、上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的
基本路径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我国出台《全国新增 １０００ 亿斤

粮食生产能力规划（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 当时我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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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产能约为 １ 万亿斤，规划明确用 １０ 年时间，再新

增 １０００ 亿斤产能，以满足我国不断增长的粮食消费

需求。 ２０１５ 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稳定在 １．３ 万亿

斤以上，以 １．３ 万亿斤产能计，此轮粮食产能提升超

出计划目标值 ２ 倍，有力夯实了粮食安全根基。 回

顾规划的具体路径，采取的提升措施可以归纳为以

下 ５ 个方面。
１．保护耕地，严格监管

粮食播种面积是决定粮食产量的关键因素。 第

一轮粮食产能提升的推进时期，也是我国工业化、城
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粮食生产空间承受较大压力。
第一轮粮食产能提升工程，明确要保持粮食播种面

积稳定，牢牢守住 １８ 亿亩耕地红线，粮食播种面积

稳定在 １５．８ 亿亩以上。 要求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落实省级政府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加强基

本农田保护。 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严格

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先补后占制度。 把耕地保护，尤
其是将基本农田保护作为地方政府考核中一票否决

的指标，完善耕地保护监督和惩罚机制。 同时，统筹

粮食和经济作物发展，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 到

２０２０ 年，守住了 １８ 亿亩耕地红线，粮食实际播种面

积 １７．５２ 亿亩，有力保护了粮食生产的基本载体。
２．基础设施，全链提档

第一轮粮食产能提升的基础设施建设覆盖全产

业链，关键在高标准农田。 一是水利骨干工程建设，
配套完善、改造提升大中型灌区、大中型排灌设施，
加强新建水源、应急水源工程建设。 二是基本农田

建设工程，以粮食生产核心区的存量田为建设重点，
打造规模化、区域化、集中连片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采取土壤改良措施。 三是仓储物流和粮食加工能力

建设，加强仓储能力建设，开展粮食流通“四散化”
运输建设，促进粮食加工提档升级，减少粮食产后损

失等。 其中，对粮食增产稳产影响最大的综合开发

工程是高标准农田建设。 自 ２０１３ 年国务院批准《国
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后，每年稳

定新增高标准农田 １ 亿亩左右。 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全
国建成 ８ 亿亩高标准农田，亩均粮食产能一般增加

１０％—２０％，可确保约 ８０００ 亿斤的粮食生产能力①。
３．技术挖掘，提质增效

第一轮粮食产能提升工程本着“依靠科技，主
攻单产”原则，从“六个方面，五大工程”深入挖掘技

术进步潜力。 其中，技术路线包括六个方面：改善灌

溉条件，完善配套和改造水利基础设施，大幅改造中

低产田；选育推广优良品种，主攻高产、高抗、广适特

性，加快优良品种推广，提高商品化程度和规模化种

植水平；改进耕作方式，调整与本地相适应的耕作制

度和种植方式，提高土地产出率；培育和推广重大技

术，强化测土配方、水肥耦合等普适性技术的应用，
提高技术到位率，提高资源利用率；针对主要作物的

关键生产环节，进行机械化改造，提高农业机械化水

平；加大病虫害防控，强化病虫害预报和统防统治，
科学合理用药，以减少病虫害损失。 与此相对应的

五大工程包括：粮食科研创新能力建设工程、良种繁

育和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工程、农业机械化体系建设

工程、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工程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体系建设工程。 依托科技进步，从 ２００９ 年到 ２０２０
年，单产提高对粮食总产增加的贡献率约达 ７１％②。

４．分区施策，核心带动

第一轮产能提升根据粮食生产基础、资源环境

条件，分四大区域制定产能提升目标和方案。 基本

思路是，以核心区辐射带动周边区，采取差别化增产

措施。 核心区包括 １３ 个粮食主产省（区）内的 ６８０
个重点县（市、区、场），分布在东北、黄淮海和长江

流域。 该区承担新增产能指标的 ７４．２％，共计 ３７１
亿公斤。 增产路径主要是，东北区增产主要依靠完

善灌溉设施、合理密植、全程机械化，黄淮海区域主

要依靠发展节水农业、推广耐寒品种、种植晚收晚播

品种，长江流域主要依靠完善灌溉排涝、提升育秧抛

秧和机插秧作业、增加复种指数等。 非主产区的产

粮大县包括 １１ 个非粮食主产区内的 １２０ 个粮食生

产大县（市、区），分布在华东、华南、西南和西北地

区。 其承担新增产能指标的 ４．５％，合 ２２．５ 亿公斤。
后备区主要是粮食生产后备资源，重点开发区域为

吉林省西部等宜农荒地。 其承担新增产能指标的

４．５％，合 ２２．５ 亿公斤。 其他地区主要是非以上三个

区域的产粮县，其承担新增产能指标的 １６．８％，合
８４ 亿公斤③。

５．政策保障，软硬结合

第一轮产能提升强调“软硬结合”，除了技术装

备等“硬件”，还提出政策调控“软件”支撑。 其一，
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 在农户层面，进一步完善

当时的种粮直补政策、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
逐年增加补贴资金，扩大补贴范围；完善农资综合补

贴动态调整机制，扩大生产技术性补贴规模。 在地

方政府层面，根据产粮大县贡献程度，增加一般性转

移支付和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建立产粮大县利益补

偿制度；在金融方面增加粮食生产信贷资金规模，健
全农村金融体系，增加政策性金融对粮食生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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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粮食规模经营的中长期信贷支持。 其二，加强

粮食宏观调控，稳定市场预期。 《全国新增 １０００ 亿

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提出，要加

强对粮食生产、消费、进出口、储运、质量等监测，并
推进粮食信息化工作，及时准确地收集、掌握动态情

况。 充分利用最低收购价等政策，加强对市场的调

节作用，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加强粮食进出口、储
备和加工调控，利用多重调控手段，稳定国内市场，
为粮食增产提供稳定的国内环境。

二、新一轮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的
提出背景：粮食增产面临“天花板”

　 　 经过 １０ 年持续投入，我国粮食产量、产能已进

入高位区间。 要在产能高位实现进一步突破，任务

十分艰巨。 尤其是，我国粮食生产的内部条件和外

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传统要素或受客观条件制约

无法继续投入，或已达到边际投入回报上限。
１．产量稳定增长“天花板”
我国粮食产量进入历史高位区间，但增速放缓。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粮食产量经历了低位快速增

长、高位增速逐渐放缓的演变过程。 １９４９ 年全国粮

食产量仅 ２２６３．６８ 亿斤，到 １９５２ 年突破 ３０００ 亿斤，
用时 ３ 年；到 １９６６ 年突破 ４０００ 亿斤，用时 １４ 年；到
１９７１ 年进一步突破 ５０００ 亿斤，用时 ５ 年；到 １９７８ 年

突破 ６０００ 亿斤，用时 ７ 年。 改革开放极大解放了生

产力，仅 ６ 年粮食产量就连续登上两个千亿斤台阶。
１９８２ 年突破 ７０００ 亿斤，用时仅 ４ 年；１９８４ 年进一步

突破 ８０００ 亿斤，用时仅 ２ 年。 随后粮食产量开始徘

徊，到 １９９３ 年突破 ９０００ 亿斤，用时 ９ 年；到 １９９６ 年

突破 １ 万亿斤，用时 ３ 年。 之后我国粮食产量上下

浮动，直到 ２０１０ 年，才进一步突破 １．１ 万亿斤，用时

１４ 年。 此后，我国粮食产量快速增加，２０１２ 年就突

破 １．２ 万亿斤，用时仅 ２ 年；２０１５ 年突破 １．３ 万亿

斤，用时 ３ 年。 ２０１５ 年至今，我国粮食产量连续 ８
年在 １．３ 万亿斤以上。 以 ２００３ 年的相对低点为基

准，粮食产量年度增速逐渐放缓［１］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

相比上一年的平均增速为 ３．８６％，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为

３．４４％，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为 ０．２７％④。
粮食产量的短期增长不等于长期稳定产能，以

往粮食产量提升过程中存在 ５ 次明显波动。 第一次

在突破 ３０００ 亿斤后，１９６０ 年全国粮食产量降至

８７７．１４ 亿斤，１９６２ 年才重回 ３０００ 亿斤台阶。 第二

次在突破 ５０００ 亿斤后，次年即 １９７２ 年全国粮食产

量降至 ４８０９．６０ 亿斤，１９７３ 年重回 ５０００ 亿斤台阶。
第三次在突破 ８０００ 亿斤后，粮食产量波动加剧。 在

１９８５—１９８９ 年的 ５ 年间，有 ３ 年产量不足 ８０００ 亿

斤。 第四次在突破 ９０００ 亿斤后，次年即 １９９４ 年粮

食产量短暂降至 ８９０２．０２ 亿斤，随后回升。 第五次

是突破 １ 万亿斤后，粮食产量经历了 １０ 年波动徘

徊。 １９９７ 年粮食产量短暂跌破 １ 万亿斤。 进入

２０００ 年，粮食产量再次跌破 １ 万亿斤，甚至到 ２００３
年下降到 ９０００ 亿斤台阶之下。 直到 ２００４ 年才再次

回到 ９０００ 亿斤，到 ２００７ 年才回到 １ 万亿斤。 可见，
２０１５ 年以后我国才实现了粮食产能高位稳定。

２．物质要素投入“天花板”
保证要素投入，是实现粮食增产的前提。 粮食

产量增速放缓的表现背后，可能的原因在于要素投

入数量接近上限，或要素投入回报率接近上限。 具

体到粮食生产过程，关键的要素投入包括土地、劳
动、化肥、机械等。

第一，粮食播种面积下降，可利用耕地面积减

少。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载体，２０１５ 年以前，播种面

积增长是推动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２］ 。 近年来，我
国粮食播种面积呈下降趋势，２０１６ 年是粮食播种面

积的阶段性高点，为 １１９２３ 万公顷。 到 ２０２１ 年全国

粮食播种面积为 １１７６３ 万公顷，５ 年内平均每年减

少０．２７％。 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全国耕地数

量也明显减少。 根据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全
国耕地面积共１９．１８亿亩，比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国土调

查数据减少 １．１３ 亿亩。 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 １．３３
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成［３］ 。 此外，由于粮食

种植效益较低，撂荒耕地面积据推算可能达到 ４０００
万亩［４］ 。 而我国后备耕地数量仅有 ８０２９．１５ 万亩，
其中集中连片面积仅占 ３５．３％［５］ ，且多位于西北地

区，短期开发利用难度大。
第二，农业劳动力存量减少，质量不高。 伴随工

业化、城镇化推进，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将继续转向

非农部门，农业劳动力存量规模将继续减少。 ２０２１
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约 １．７１ 亿人，比 ２０００ 年

的３．６０亿人减少了 １．８９ 亿人⑤。 相比世界主要国

家，我国农业就业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还有下降空

间。 但要注意到，农业就业人口存量中，直接从事粮

食生产的比例也在下降。 在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趋势

中，还伴随非粮化趋势，实际从事粮食生产的农业劳

动力存量在快速下降。 劳动力非农转出的主力是青

壮年，早在 ２０１６ 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 ５５ 岁

及以上比重就高达 ３３．６％［６］ ，近年来种粮老龄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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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更加突出。 粮食生产新模式、新农人的出现确实

能给粮食生产带来新动能，但在新动能转化为实际

的稳定产能以前，高素质劳动力缺乏将是粮食生产

面临的长期问题［７］ 。 没有高素质劳动力群体，新的

生产技术难以找到有效载体，机械替代劳动的转换

路径不畅通，也会制约未来粮食生产能力提升。
第三，资源环境开发利用，接近环境消纳上限。

以化肥替代传统要素投入，是我国粮食产量增长的

又一重要因素。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化肥施用量与

粮食产量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据研究测

算，从改革开放到 ２００６ 年，我国化肥投入对粮食产

量增长的弹性值为 ０．２０，贡献率高达 ５６． ８１％［８］ 。
到 ２０１５ 年，我国化肥施用量达到每公顷 ４４６．４ 公

斤，远超国际公认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每公顷 ２２５ 公

斤［９］ 。 化肥大量施用给农业资源环境带来较大压

力，水体富营养化、土壤板结等环境退化问题与食品

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２０１５ 年我国出台《到 ２０２０ 年

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随后全国化肥施用量逐

步下降［１０］ 。 但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没有彻底改

观［１１］ ，由于化肥过量施用导致总氮、总磷排放在地

表水污染总负荷中的占比高达 ４６．５％和６７．２％［１２］ 。
实际上，化肥投入带来的产量增加已非常有限，削减

２０％—５５％ 的 化 肥 投 入 仍 可 以 维 持 产 量 不

变［１３－１４］ 。 无论从投入回报率，还是从资源环境承

载力来看，依靠化学投入促进粮食增产的路径都已

不可持续。
３．政策激励效果“天花板”
普惠补贴和价格支持，越来越难以调动农民种

粮积极性。 ２００４ 年粮食购销全面放开，政府出台粮

食直补和良种补贴政策，补贴金额共计 １４４． ５０ 亿

元。 ２００６ 年政府增加农资综合补贴，三项补贴共计

３０３．５０ 亿元。 ２０１６ 年三项补贴合并为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共计 １４４２．４０ 亿元，此后基本维持在１２０４．８５
亿元⑥。 同期，国家还出台了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

储政策，发挥价格支持功能，目前只在稻谷、小麦上

保留最低收购价框架。 新冠肺炎疫情以后，稻谷和

小麦最低收购价相继提高。 以小麦为例，从 ２０１９ 年

的每 ５０ 公斤 １１２ 元，提高到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的每

５０ 公斤 １１３ 元、２０２２ 年每 ５０ 公斤 １１５ 元。 政策扶

持种粮农民的导向明显、力度增加，但生产成本持续

攀升，农民种粮收益大幅压缩，农民种粮积极性仍未

明显提升［１５］ 。
对产粮大县的政策倾斜，未能彻底扭转产粮吃

亏局面。 产粮大县、财政穷县小县的问题由来已久，

为鼓励产粮大县承担粮食生产责任，中央从 ２００５ 年

起专门安排产粮（油）大县常规奖励资金。 后来针

对全国前 １００ 位的大县，进一步出台超级产粮（油）
大县奖励资金。 奖励资金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５５ 亿元增长

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４６６．７ 亿元，年均增长 ２３．８４％。 此外，
中央还对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进行减免优惠［１６］ 。
然而，奖励资金的增加，并不能改变粮食主产区在经

济社会发展上的全面落后。 主产区承压加重，甚至

难以保运转、保民生，而非主产区抓粮积极性减弱，
粮食生产动能不足，产需缺口持续增加［１７］ 。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粮食支持措施尚未有力补

位。 受多边贸易规则制约，现行补贴政策、最低收购

价政策的支持总量受限。 针对重要粮食品种，近年

来政府出台了生产者补贴政策，开展完全成本保险

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 从具体实践来看，生产者补

贴每年金额不定，难以有效稳定种植预期。 以黑龙

江省的玉米生产者补贴为例，２０１６ 年为每亩 １５３．９２
元，２０１７ 年为每亩 １３３．４６ 元，２０１８ 年下降到每亩 ２５
元，到 ２０２１ 年也仅为每亩 ３８ 元，２０２２ 年又进一步

减少到每亩 ２８ 元，支持力度十分有限。 完全成本保

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仍在试点，其生产支持效果也存

在收入预期锁定不精准问题［１８］ ，且不能完全规避

“黄箱”限制［１９］ 。

三、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的思路

两轮提升计划，都突出“产能”而非“产量”。 粮

食产能即粮食生产能力，是指由资源状况和经济、技
术条件所决定的，各种生产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的，
可以相对稳定实现一定产量的粮食产出能力［２０］ 。
从这一界定可以提炼出提升粮食产能的三个重要方

面：第一，产能提升的基本条件是所处发展阶段的资

源状况、经济和技术条件。 这些条件决定了粮食产

能要素投入的能力，进而决定提升路径和方向。 第

二，产能提升的投入要素是影响粮食生产的各种要

素。 要素投入不仅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而且要素

组合比例和组合方式也会影响产能的前沿面边界。
第三，产能提升的目标是达到一定的粮食产出能力，
且是“相对稳定”的产出能力。 这与我国粮食产量

提升过程相呼应，从过去 ５ 次历史波动可以看出，短
期的产量提高和突破，不等于拥有长期的稳定产能。
产能提升并不等于产量提升，不是对粮食产出数量

的简单要求。 产能的培育和获取是以长期的要素投

入、要素累积为基础的，以量的积累形成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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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轮粮食产能提升已积累了 １０ 年宝贵经验，
新发展阶段下的进一步提升，需要守正创新。 新发

展阶段下，粮食产能要夯实过去的发展基础，以新的

经济社会条件为约束，依托过去 １０ 年新的经济、技
术成就和积累，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明确产

能提升的基本思路。 尤其要处理好“量”与“质”的
关系，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以质

取胜，以量变的积累实现质变，实现粮食高质量发

展，更好地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１．集约提升：从依靠单要素到多要素集成

从过去主要依靠土地、化肥投入，转向挖掘劳

动、资本潜力。 过去 １０ 年，依靠单要素投入带来的

粮食生产潜力已充分挖掘。 需要转变思路，挖掘多

要素综合潜力。 依靠扩大种植面积、增加化肥投入，
是最简单的粮食增产路径。 未来粮食产能提升，不
能再走捷径，需要挖掘其他要素投入潜力。 劳动力

和资本也是粮食生产的重要投入要素，而我国缺乏

高素质的农业从业人口、高质量的机械装备投入以

及资本下乡种地的良性模式。 这些与劳动、资本相

关的高质量要素，以及要素投入方式，都有进一步拓

展的空间。
多要素的组合方式需进一步优化，以实现促进

增产的“配置效应”。 配置效应就是要优化要素投

入组合，以与过去相同的投入成本实现更高的产出。
粮食生产技术重大突破需要较长研发时间，因此短

时间内，粮食生产技术条件相对固定，意味着粮食生

产前沿面也相对稳定。 配置效应的发挥，并不改变

生产前沿面，而是通过要素间的优化组合，使得粮食

生产在前沿面上移动，使其达到帕累托最优点。 新

一轮粮食产能提升，需要矫正过去强调单一要素的

资源配置方式，提高各类要素间协调配合的可能性。
２．精准提升：聚焦核心技术、薄弱短板地区

以重大核心技术，突破粮食生产前沿面。 粮食

产能提升，短期靠优化要素投入的“配置效应”，长
期靠突破性技术的“技术效应”。 我国粮食生产的

要素投入，受资源环境条件的制约较大。 在要素投

入配置已经优化的基础上，还需要实现生产效率的

进一步提升，这只能依靠生产技术的进一步突破。
目前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已成为引领全球农业发

展的新引擎。 我国粮食生产应主动把握新发展方

向，充分利用我国在生物技术、大数据等领域的基础

优势，与粮食生产技术深度融合，抢占核心技术战略

主动权。
聚焦生产薄弱地区，补牢粮食生产短板。 上一

轮产能提升规划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分区施策、重点

提升。 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已经在过去得到充分挖

掘，现在粮食生产发展的薄弱环节主要集中在非主

产区。 尤其在粮食单产上，不少非主产区离主产区

平均水平甚至全国平均水平都有差距［２１］ 。 非主产

区是粮食供需缺口较大的地区，供需趋紧风险较大。
很多粮食产销平衡区位于西部，自然条件相对恶劣，
农业生产条件差，运输条件差，粮食生产不确定性

大，稳定安全供给压力大。 因此，下一阶段应适当强

调提升非主产区粮食产能，一方面确保本地区粮食

安全，另一方面为主产区减压。
３．绿色提升：走资源环境友好、减损节粮之路

未来粮食产能提升，要坚持走资源环境友好之

路。 良好的农业资源环境是粮食高质量发展的前

提。 我国农业资源环境约束不断收窄，加上要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决定了我国粮食安全要统筹好

稳产保供与减排增汇之间的关系［２２］ 。 我国是人均

资源小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２７．７％，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２５％，每公

顷耕地所占有的径流量也仅为全球均值的 ８０％。
先天资源条件的约束，以及后天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决定了我国粮食需要走绿色高效的增长路线。

未来粮食产能提升，要向“无形良田”要产能。
我国粮食损失浪费问题比较突出，粮食全链条损失

率为 ８％，粮食产业链各环节中，储存和运输环节损

失率占比最大，为 ３３％；消费环节其次，占 ３１％；生
产和收 获 环 节 占 ２７％； 加 工 和 包 装 环 节 仅 占

９％［２３］ 。 以现有 １．３ 万亿斤产能计算，损失产能高

达 １０４０ 亿斤。 具体到三大主粮，根据已有实地调研

和测量数据［２４］ ，三大主粮的综合损失浪费率高达

２０．０２％，其中加工环节损失率最高，为 ６．０３％，稻谷

的综合损失率最大，超过 ３０％。 按照这一比例计

算，粮食损失浪费数量高达 ２４３４ 亿斤，是新一轮产

能提升目标的两倍多。 不同研究估算的损失率有差

异，但共性在于，通过节粮减损提高粮食产能的潜力

巨大［２５］ ，做好节粮减损，就可以不完全依赖生产技

术重大突破，实现“反向”增加粮食产能。
４．机制提升：积极发掘新的支持政策空间

除了在生产技术上突破之外，还要强化支持粮

食生产的“软实力”，建立稳定粮食产能的政策机

制。 主要思路是，创新粮食生产支持措施，挖掘新的

支持空间。 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要尽快建设覆盖

全面、支持有力的政策体系。 延续我国粮食支持政

策的传统，稳定和完善政策存量，创新增量支持。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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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支持手段，例如最低收购价、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生产者补贴等，应当充分评估

其政策效应。 同时，对生产者补贴、完全成本保险和

种植收入保险等，要继续开展试点，跟踪政策效果。
此外，根据我国粮食生产主体的实际诉求，从补贴内

容、补贴方式、补贴对象上，继续创新生产支持措施。
深入研究不同支持工具的优劣势，明确各类支持工

具的实施条件，促进形成各类政策多维互补、分层支

撑的基本格局，守牢农民种粮的底线。
保护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要加快建立促进地

方担责尽义的政策体系。 要从全国一盘棋的高度，
通盘统筹各地区地方政府在确保粮食安全上的责任

和义务。 合理划分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

粮食产能提升任务，设置差异化的增产目标。 从行

政激励、经济激励两个方面，继续完善地方政府抓粮

的支持政策。 行政激励方面，将粮食生产责任纳入

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分区域设定差异化考核指

标，完善粮食生产责任问责机制。 经济激励方面，继
续加大对粮食生产核心区的中央转移支付，适度增

大对非主产区内部、重点生产区域的财政支持力度

和税收优惠力度。 协调好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的关

系，探索粮食主产区生态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成本

估算方式，在新一轮产能提升过程中，切实建立起区

域间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

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的举措

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不仅是粮食生产“数量”
的增长，而且是粮食生产“质量”的提升，以及粮食

生产方式“质”的转变。 未来在粮食领域，生产力会

迎来质的变革，新的生产力将对生产关系提出新的

要求，解放生产关系也反过来进一步释放生产力。
要引导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达到新的、更高水平

的平衡，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１．在较长时间尺度下规划短期和长期目标

我国粮食生产能力要在高位实现新突破，是对

既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度改造，要啃生产方式

转变的“硬骨头”，不能急于求成。 从规划的时间尺

度上来看，应当考虑到量变积累过程，适当放宽时间

尺度，在 １５ 年内形成稳定产能。 其中，短期目标主

要是设施、技术和政策的短期积累与调整，可以考虑

在 １０ 年内，完成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基础技术积累。
这一阶段，主要侧重于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开展

基础技术研发、试错和积累，同时根据国内外环境动

态调整科技研发制度、支持政策等，探索开展新政策

试点、推广与评估工作。 长期目标主要是明确形成

新动能与新生产关系，在量变稳定积累的基础上，推
动产能实现质的提升。 这一阶段，技术与机制的积

累，已经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可以为转换增长动能和

生产关系提供安全保障；新技术与新机制的探索试

点，也已基本完成，可以勾勒出未来发展模式，让变

革有据可依。 长期目标，可在 ５ 年左右完成，应主要

侧重于粮食产能提升动能转档、重大突破性技术应

用、新型支持政策体系形成，并将新发展方式转化为

稳定的生产能力。
２．在全国一盘棋全局观下规划分区提升任务

我国国土幅员辽阔，各地区农业资源禀赋、经济

社会发展状况差异较大，必须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分
区设定发展目标、规划发展任务，不能简单一刀切。
粮食产能提升任务，应当从全国一盘棋的战略高度

加以考虑。 要改变过去主要依靠粮食主产区的产能

提升模式，对主销区、产销平衡区也提出要求，三个

区域都要保面积、保产量、稳预期。 区域划分可继续

沿用上一轮的四类区域设定，即核心区、非主产区产

粮大县、后备区和其他地区，根据当前情况调整各区

地理范围，并重新划分新增产能的承担比例。
核心区地理范围扩展到 １３ 个粮食主产省（区）

内的所有区县，适度降低新增产能的承担比例，而且

应当主要依靠粮食生产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链条

粮食减损，来实现新增产能。 非主产区产粮大县地

理范围维持不变，按照规划时间梯次，逐渐提高新增

产能承担比例，主攻单产提升来实现产能新增，要从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本地特色高产高效品

种研发、完善非主产区产粮大县扶持政策等方面全

面发力。 后备地区不能再放在东北地区，应当转向

后备耕地资源更丰富、环境承载压力相对较小的西

北地区，开展后备资源开发建设评估。 同时，充分预

判气候变化、粮食生产带北移给粮食生产区划带来

的影响，提前规划潜在新增耕地，并有针对性地开展

技术储备。 其他地区应根据本地农业生产条件、居
民和饲料行业消费需求，促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３．兼顾农业基础设施保有数量与建设质量

依托粮食安全区域发展的各类规划，推进粮食

基础设施建设扩面提档。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
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设为高标准农田。 高标准农

田建设是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的重点建设工程，要
认真组织实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２０２１—
２０３０ 年）》，到 ２０３０ 年建成 １２ 亿亩高标准农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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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提升现有高标准农田 ２．８ 亿亩，确保 １．２ 万亿斤以

上粮食产能。 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基础，选取水土

资源条件较好、地势较为平坦、集中连片地区，连点

成线、连线成面，全力推进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粮

食安全产业带。 把农田基础设施与重大水利设施、
灌区改造、粮食流通网络建设结合起来，统筹规划，
避免规划“打架”，确保粮食生产要素流入和流出顺

畅。 农业基础设施底子较好的地区，要进一步提档

升级，改造老旧基础设施，建立完善的管护机制。 有

条件的地区可引入新基建、智慧农业等设施建设，为
创新粮食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奠定基础。 底子

较弱的西部地区要因地制宜制定建设规划，努力扩

大基础设施存量，打牢西部地区粮食发展基础。 同

时，完善监测预警观测网点布局，开展新一轮农业气

候资源普查和农业气候区划工作，强化农业防灾减

灾能力建设。
４．注重关键核心战略技术研发与应用集成

要加快推动粮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单产提

升、绿色高效为目标，推动前沿技术突破。 以种业振

兴行动为依托，给粮食生产注入新动能，抢占生物育

种研发的战略高地。 保持种业在稻谷、小麦上的领

先优势，下大力气缩小玉米、大豆单产与世界先进水

平的差距。 突出绿色生态、减肥减药、耐寒耐旱等优

良性状开发，提高种业研发与资源环境约束、气候变

化趋势的适应度。 加快先进农机装备研发，掌握农

机装备的核心研发能力，提升国产农机工作效率和

建造质量。 尤其要加大大型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

区适用小型机械的研发力度，补齐我国农机应用短

板，进一步提升机械化水平。 促进种业研发与农机

研发相配套，降低新品种落地的应用壁垒，形成机械

化、轻简化耕作技术。 对重大关键技术，要形成“种
子—农艺—农机—支持政策”协同的集成技术和支

持体系，把研发实力转化为切实稳定的粮食产能。
５．强化粮食全产业链减损与消费端节约引导

节粮减损涉及产业环节多、主体多，不仅是产业

政策，还与制度背景、思想文化、生产习惯、消费习惯

等相关，需要进行全面引导。 在政府层面，应当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粮食损耗浪费的行为约束，通过

出台产业发展规划、技术示范引领，加大社会引导。
在产业链层面，要从生产、收获、储存、运输、加工环

节，开展有针对性的技术改造和升级。 研发籽粒不

易破碎品种，提高农艺与农机配套程度，减少作业损

失，加强自然灾害风险预报，减少受灾损失。 以新型

经营主体为依托，完善产后烘干存储服务，增加储粮

培训和技术支持倾斜，加大产后服务补贴力度。 优

化粮食流通布局，建设现代化、智能化的粮食运输流

通体系，推动散粮运输线路与设备无缝衔接。 加工

和消费方面，引导合理膳食观念，避免过度加工，开
展米糠、麸皮等精深加工，提高粮食资源利用效率。
加强农食教育，遏制餐饮消费环节浪费。

６．以主要品种关键技术带动支持政策创新

未来粮食支持政策的基本思路是：完善支持存

量，即稳定支持资金规模、优化支持方式；扩大支持

增量，即增加支持资金投入、出台新的支持措施。 其

关键难点在于，选择怎样的支持方式，既能保证较强

的支持力度，又能提高支持精准度，还不受多元贸易

规则限制。 突破口在粮食生产的关键技术，聚焦主

要粮食品种的关键技术设计增量补贴体系，不仅可

以实现上述目标，还能服务于粮食生产技术动能转

换，培育新生产力。
在粮食生产主体层面，设立绿色高效生产技术、

良种良法等专项补贴，根据技术应用实际主体，设立

规模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主体专属补贴项目。 这

样的设置方式，不仅有利于规避“黄箱”限制，缓解

补贴与土地租金的联动关系，而且能够促进粮食生

产新技术落地，推动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 在地方

政府层面，将更多重大病虫害防控纳入国家专项，在
防控期间加大对防控地区地方政府的专项转移支付

力度。 根据我国重大病虫害发生态势，选择若干影

响较大的病虫害类别，开展集中攻关，扩大统防统治

范围。 建立全国跨区域协作防控机制，实时开展病

虫害监测预报、信息共享工作。 根据病虫害发生程

度，及时调拨资金和物资，降低地方配套比例，减轻

地方政府财政负担，提高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

注释

①此处数据由笔者在农业农村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ａ．ｇｏｖ．ｃｎ ／ ｚｔｚｌ ／
ｇｄｚｌｂｈｙｊｓ ／ ｍｔｂｄ＿２８７７５ ／ ｍｔｂｄ ／ ２０２１０９ ／ ｔ２０２１０９１７＿６３７６６３０．ｈｔｍ？ ｉｖｋ＿ｓａ
＝ １０２１５７７ｉ）查询相关数据并整理计算所得。 ②④⑤此处数据由笔

者在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 ｃｎ ＝

Ｃ０１）查询相关数据并整理计算所得。 ③此处数据来源于《全国新增

１０００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中国政府网，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ｇｚｄｔ ／ ２００９－１１ ／ ０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４５５４９３．ｈｔｍ，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 ⑥此处数据由笔者整理计算所得，初始数据来源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部编：《中国农业发展报告》，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０１７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编：《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报

告》，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版。

参考文献

［１］蔡之兵，张青．中国粮食产量“天花板”的迹象判断、形成机理与

应对之策［Ｊ］ ．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２１（２）：７２－８０．

２５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２］黎莉莉，胡晓群，陈松柏．新世纪中国粮食生产特征及粮食安全政

策取向［Ｊ］ ．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２３（１）：７０－８３．
［３］钟钰．从粮食安全看“藏粮于地”的必然逻辑与内在要求［ Ｊ］ ．人

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２２（２２）：７８－８５．
［４］刘同山．新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内涵、挑战与建议［ Ｊ］ ．中州

学刊，２０２２（２）：２０－２７．
［５］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数据成果的公报［Ｒ ／ ＯＬ］．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２０２３－０１－１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ｊｒｚｇ ／ ２０１３－１２ ／
３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５５７４５３．ｈｔｍ．

［６］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Ｒ ／ ＯＬ］．（２０１７－１２
－１６）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０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ｔｊｇｂ ／ ｎｙｐｃｇｂ ／
ｑｇｎｙｐｃｇｂ ／ ２０１７１２ ／ ｔ２０１７１２１５＿１５６３５９９．ｈｔｍｌ．

［７］谢玲红，张琛，郭军．“无人种地”问题再辨析［ Ｊ］ ．中州学刊，２０２２
（７）：４４－５２．

［８］王祖力，肖海峰．化肥施用对粮食产量增长的作用分析［ Ｊ］ ．农业

经济问题，２００８（８）：６５－６８．
［９］赵雪雁，刘江华，王蓉，等．基于市域尺度的中国化肥施用与粮食

产量的时空耦合关系［Ｊ］ ．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１９（７）：１４７１－１４８２．
［１０］孙若梅．化肥减量：变化特征与“十四五”目标的政策建议［ Ｊ］ ．

农村经济，２０２１（３）：１－８．
［１１］杨世琦．基于国家粮食安全下的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体系思

考［Ｊ］ ．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２２（１７）：３３８０－３３９４．
［１２］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农业农村部．关于发布《第二次全国

污染源普查公报》的公告［Ｒ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６－１０） ［２０２３－０１－

１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１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５１８３９１．
ｈｔｍ．

［１３］ＬＩＵ Ｙａｎａｎ， ＬＩ Ｙｉｎｇｃｈｕｎ， ＰＥＮＧ Ｚｈｅｎｇ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ｎ ｗｈｅａｔ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ｗｈｅａ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ｖ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５（６）：１１８４－１１９１．

［１４］史常亮，朱俊峰，栾江．我国小麦化肥投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

析：基于全国 １５ 个小麦主产省的实证［ Ｊ］ ．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５
（１１）：６９－７８．

［１５］姜长云．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新趋势新问题［ Ｊ］ ．人民论坛·学

术前沿，２０２２（４）：９４－１００．
［１６］普蓂喆，钟钰．当前我国粮食支持政策改革研究［ Ｊ］ ．理论学刊，

２０２１（６）：８８－９９．
［１７］华树春，钟钰．我国粮食区域供需平衡以及引发的政策启示［ Ｊ］ ．

经济问题，２０２１（３）：１００－１０７．
［１８］王鑫，夏英．农业种植收入保险发展模式优化及政策创设［ Ｊ］ ．经

济纵横，２０２２（４）：９６－１０５．
［１９］徐亮，朱晶，王学君．中国主粮政策性农业保险：规则约束与政策

优化［Ｊ］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２２（２）：１１８－１３０．
［２０］全国新增 １０００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 ［Ｒ ／

ＯＬ］．（２００９－ １１－ ０３） ［２０２３－ ０１－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ｚｄｔ ／
２００９－１１ ／ ０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４５５４９３．ｈｔｍ．

［２１］普蓂喆，周琳，钟钰，等．我国粮食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粮食自给

底线设定研究［Ｊ］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２２（７）：１１３－１２３．
［２２］何可，宋洪远． “双碳”目标下的粮食安全问题［Ｎ］．光明日报，

２０２１－１０－１９（１１）．
［２３］我国粮食全链条减损取得积极进展 　 一项项数据里看亮点

［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２－ １１－ ３０） ［２０２３－ ０２－ 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ｇｍｗ． 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 ／ ２０２２－１１ ／ ３０ ／ １３０３２１０４８７．ｈｔｍｌ．

［２４］武拉平．我国粮食损失浪费现状与节粮减损潜力研究［ Ｊ］ ．农业

经济问题，２０２２（１１）：３４－４１．
［２５］高鸣，江帆．推进全链条粮食减损：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优

化［Ｊ］ ．中州学刊，２０２２（１２）：５７－６５．

Ａ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５０－ｍｉｌｌｉｏｎ－ｔｏｎ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Ｚｈｅｎｇ Ｆｅｎｇｔｉａｎ　 　 Ｐｕ Ｍｉｎｇｚ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５０－ｍｉｌｌｉｏｎ－ｔｏｎ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ｙ ５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ｎｓ ｅｘ⁃
ｃｅｅｄｅｄ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ｚｏ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ｔａｂｌｅ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ｈｉｇｈ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ｃｅｉｌ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ａｂｌ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ａ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ｈａｎｄ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ｕｔｐｕ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ｍ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ａ⁃
ｔｉｖｅ ｌｅａ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ｉｄｅａ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ｉｎｋ⁃
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ｉｆｔ ｔｏ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ｇｏａｌｓ ｏｖｅｒ ａ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ｔａｓｋｓ ｏｆ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ｂｙ ｒｅｇ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ｃｈｅｓｓ， ｔａｋｅ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
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ｄａｍａｇ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ｓｅ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ｓ ａ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ｏ ｄｒ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５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ｎ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责任编辑：澍　 文

３５

量质兼顾下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思路与举措


